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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即便是走马灯似地浏览一

下我们这个星球上不同地区人

民的生活，就足够可以提出很多

问题：为什么如此悬殊的贫富差

异在同一大陆、同一国家、甚至

同一城市共存？传统的、低效率

的、生计艰难的社会如何转变成

为现代的、高效率的、高收入的

社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通过

怎样的途径，才能使尼日利亚、

巴西或菲律宾边远地区的贫困

农民转化成为成功富有的商业

农场主？ 一旦

我们开始观察中国各个地区农

村生活的图景，托达罗的这些疑

问油然萦绕心间。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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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农村生 当代图景活的

在许多人眼里，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外国人眼里，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是一体的、一致的、整齐划一的。这

种看法如果说在几十年前还多少有些道理的话，在今天则是一

个很大的谬误。每当醒来面对新的一天时，中国各地的老百姓

的境况各异。有些人居住在有众多房间的舒适家庭中，他们食

品充足，衣着华贵，身体健康，有着满意的收入和保障，未来等待

着他们的也是美好的生活前景。数千万的人却生活在贫困之

中，他们居住条件恶劣，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很差；他们中绝大多

数不识字，没有可靠的赖以营生的工作；他们对较好生活的希望

是暗淡的，充其量也是不确定的。

比如，首先考察一下福建“金三角”村民的生活。华南地区农

村发展研究方面的人类学者石弈龙，通过他的田野工作，记述了

厦门市郊蔡塘村城市化的图景，并把蔡塘村的城市化过程称作是

中国城市化的一种模式（石弈龙，

由于和厦门临近，交通便利，蔡塘村的经济一直与厦门市有

着密切的联系。过去，他们主要种植蔬菜供应厦门市区，是厦门

个蔬市蔬菜公司的 菜基地之一，种蔬菜成了全村主要的经济

活动，这里又松又大的槟榔芋是本村远近闻名的特产。

年，蔡塘村的整体经济 年结构是农业为主，工业为辅。从

以后，蔡塘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包括建筑、交通运输在内的

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逐年上升，工业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蔡塘

村经济结构的主体。村里劳动力的分布也早已转化为以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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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第三产业为主了。

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的变化相伴随，村里人的生活水平

和生活方式 年为止，蔡塘村已有也处在急速的变迁中。到

栋二层到三层形式各异的小洋楼，平均每户 栋。绝大

多数新楼房都配有设备齐全的卫生间。在家用电器方面，几乎

每家都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和自来水的普及率也很高，而且

更新换代很快。村里小轿车、工具车、小面包、农用车已有了五

六十辆，其中有的是用来营运挣钱的，也有不少是村里人出门办

事的代步工具或者财富荣耀的象征。在其他方面的变化也是值

得一提的：家用电话、大哥大、传呼机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每家

每户做饭的燃料，液化气已经代替了煤球；过去村里有剃头师傅

为村民服务，如今村民已嫌剃头师傅的手艺太“土气”，而是到市

基于对蔡塘村改革前后近二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田野调查，石弈龙得出

的结论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蔡塘这样的农村是在厦门特区经济建设的背景中，

通过发展工副业，促进村民经济收入的逐步增长而逐渐获得城市的生活方式的，这

也许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模式或途径。”石文并没有展开对这一模式的论述，

因而对下列问题未置可否：为何称之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具体特征有哪些？是

否已经有农村城市化的其他模式？如果存在其他模式，蔡塘村城市化模式和其他模

式相区别的特征是什么？等等。该研究报告冠以“城市化模式”这样的题目，想必是

为了简单、吸引人，其他用意似乎难解。如果要将石文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和深

化，我通读全文之后解悟到的下列要素似乎构成了蔡塘村城市化模式的主要特征：

位于大城市郊区且该城市为经济异常活跃的经济特区（或沿海开放城市）；受大城市

和特区经济辐射，腾飞发展的工副业成为村经济和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引进外资

外商，开工厂或建设工业小区，是农村城市化最主要的驱动力；村民逐渐获得了城市

生活方式，成为拿着农村户口的城市化的农民，他们甚至在物质享受和社会服务等

方面为大城市的人所羡慕。据此，这种城市化模式将适合于广东、福建、江苏、山东、

辽宁、天津等地处沿海，自然环境和基础条件优越，改革开放形势红火的经济特区或

开放城市的近郊农村。至于这些地区的发展路子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蔡塘村，则需要

深入、细致的经验性调查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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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理发店去理发，妇女烫发也不再新鲜，年轻人都效仿刘德

华、郭富城等歌星的发型，追求时尚。过去，村里人做一两身衣

年服穿一两年，到 代，已开始嫌那样做土气，宁可到市场上去

购买现成的时尚服装。有的人为了社交活动和做生意，也开始

穿毛料西服和扎领带。一些名牌的服饰，如“皮尔卡丹”“、金利

来”“、花花公子”等，在村民身上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物件。至于

吃的，现在肉类、鱼比过去吃得多了，饭量也没有过去大，粮食基

本可以自给，再有缺的就到市场上去买。

在经济收入逐步提高的过程中，蔡塘人的生活方式也渐渐

地同城市趋于一致，城市人所能享受到的一切，蔡塘人已基本上

具有，而在收入、居住以及拥有交通工具、通讯设施等方面，实际

上都已超过了城市中的一般居民，而且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在不

断提高，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羡慕的对象。工业化的好处扩大了

他们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往来，再加上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初步

获得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以致当田野工作者问及村里和城市

有没有差别时，不少蔡塘人回答“：我们这里也像城市，我们什么

都买了。“”乡村和城市没有多大区别，乡村已接近城市。”

正在规划中的蔡塘村从总体布局上分为三区：住宅区、工业

区和农业区，整个小区既自成一体，又有公路与厦门市直接相

连。新建或完善中的小学、幼儿园、娱乐中心、商贸中心、农贸中

心、停车场、服务网点及其配套设施，正在把昔日的村落变成一

个规范化的小区和漂亮的卫星城镇。

像蔡塘村的人，住在农村不再同过去一样被视为惩罚，反而

显示出优越的地位：他们既比城里人自由，又可赚取更多的钱；

生活水平、物质条件不比城市差；社区成员能享受到各种福利

（顾定国， 。伴随着这些变化，这里的农民们视野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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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化生活、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也向城里人看齐。蔡塘村人

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厦门是“同样的”，一些人认为蔡塘村比

厦门“更都市”。这不仅是“因为村里最穷的人也有自己的房子，

所有的新房子都是西式的，有三到五层高”，也不仅是因为村长

觉得广州的朋友生活不如他，还因为“现在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

像镇里的年轻人（”顾定国，

年，蔡塘村工业小区开发进一步扩大，已有 家企业

与蔡塘村签订了前来办厂的合同书。无疑，蔡塘曾经种过蔬菜

的农田将会进一步缩小。随着外来人口的涌进，许多农田也可

能会逐步由那些外来人口所承包，结果自然是蔡塘村人更进一

步脱离农业。和初步接触工业时不同，他们大多喜欢当小老板

或利用征地款去投资于工厂、商业当股东而成为小投资者，却不

愿在工厂打工。

在闽南的许多村落，由于近年来资本积累较快，村办、民办

工业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程度。王铭铭博士描述的溪村（王铭

铭， 就是这样的例子。溪村隶属泉州市安溪

县，是闽南漳泉经济文化区的内陆村之一。 在溪村，村里工业

的发展非常初级，但农民转向工人或农业工人的农村工业化过

程正在发生，与此相伴而生的，是都市空间在农业社区渗透的过

程。 年间，作为县城近郊村，溪村周围近二百余亩至

的大片山地、农田被县政府推平征用，改造成为“工业开发区”和

①虽然在王铭铭的笔下，溪村是 年代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一个活

生生的案例，书中描述的该村经济生活的变迁仍不失为反映安溪农村工业化图景的

难得资料。引用溪村案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所属的安溪县在经济学家于祖

）的尧（ 笔下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之一，泉州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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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住宅区”，以减税和引进外资等措施来推进本行政区的工

业化和都市化。这一过程实际上是把改革后私有化的农地征购

为县政府所有的用地。农民从中获 万元万元至得每亩

至 年间，溪村又被征用一百多亩土地的经济补偿。 。

这些被征用的土地分别成为工业用地、政府用地（用于交通和公

路）和教育用地以及新式公寓的建设。

溪村工业化、都市化的初步发展，已经可以从目前村落的外

貌观察到：村落的中心仍然是以农田和民宅为主，但村落四周已

布满了工厂、学校、公路和过去都市里才能看到的高楼等等。尽

的村民仍管目前 然以农副业为重要经济活动，从政府的户

籍制度来看，村民也仍被限制在“农业户口”之内，因而溪村基本

上还是一个农业村；但从发展趋势上看，溪村的未来图景将大为

改观。村委会计 亩土地，把溪村改造成一个划在村中征用

“工业新村”。这样，以农田和民宅为主体的村内空间将会有大

的变化，溪村有可能成为安溪县或所属凤城镇的一个居民区。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珠江三角洲深圳的万丰村。郭正林

）对那里人民的生活作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描

述： 来自工商业，在实现年的经济收入中有 工业化的

同时开始注意保护环境；万丰村的公共领域如公共管理、社会福

利与服务、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与保健、公安与治安等，分化程度

已经很高，成了社会相对独立的部门；万丰村民的职业构成已经

包括厂长经理（ 、自由职业者（ 、企业工人

、文员公关（ ）和占很小比例的种植、养殖、财务、保

安等。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不断下降，万丰村人大部分都变成

了工人、文员、经理、厂长和老板。和蔡塘一样，一般村民居住的

建筑是三至四层的楼房，有些村民住房是六层楼，少数居民还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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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两幢楼房。 村民去过香港，一是商务需要（万丰村在香

港 的人去过北京，设立了联络处），二是在港亲戚较多。

主要是为了游玩，这是国内城市去的最多的地方。从这些描述

中，人们不禁发出的疑问是，这就是中国农村吗？中国老百姓有

那么高的生活质量吗？

浦东的开 年代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发与开放是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再造几个香港，后来又提出恢

复上海的地位，把上海建成大陆上的香港，把浦东建设成一个国

际中心。这几年浦东的变化是惊人的，老百姓中流传着一种说

年代看广法，叫做“ 东， 年代看浦东”。浦东多数地方前几

年还是一片稻田，现在已经是高楼大厦林立。前几年还在耕田

的农夫，现在被要求变成现代工厂的工人和现代都市里的市民。

考察过浦东新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这种变化不但在我们

历史上没有过，其他国家也找不到（费 。因而，孝通，

浦东新区是中国农村社会最早在很短的时间里和在较高的起点

上直接接触了最新现代化经济的地区（费孝通，

李友梅博士在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所在地金桥镇，以“浦东

新区开发开放中的农民问题”为主题，通过文化人类学的实地观

察和面对面的访谈，了解并记录了被访者（其中包括该镇所属川

沙县的领导、镇政府的各级干部、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当地

农民）对本土开发开放的认识、参与和适应的情况（李友梅，

。在李友梅的笔下，浦东新区的农民碰到了史无前例的问

题：这些在以农业为主、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乡土社会里生活

惯了的人如何一下子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市民？一个靠种植

水稻为生的村落，如何在短短一两年内走向都市社区？开发区

农民的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正处于怎样的急剧分化之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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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历经这种变化中的浦东农民会有怎样的激动和困惑？飞速崛

起的浦东新区如何对待这些土著以及他们面临的问题？比如，

农民最初以为被划入开发区，外国的大企业进来了，他们可以发

财了。可是，开发区和大企业开始运行后，他们的就业问题没有

多元钱，和上海解决，而且土地也被收去，每月领 市区的人

一比较，思想上马上对新制度、新变化有了迷惑不安、难以适应

的感觉。曾经期待城市生活的农民，当他们住进城市般的新公

房并能享受国有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时，却流露出失望、担心和

不满情绪。他们在急剧变迁社会中的位置和利益越来越不受重

视，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前后左右相比有一种“相对剥夺感”；他们

在别人眼中的地位似乎处在风雨飘摇中；他们无权改变正在发

生的一切变化，也无从知道如何改变；他们感到似乎成了一种巨

大的社会改造势力的牺牲品。

同时，在金桥乡的开发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大富大贵

的人物。一方面一些开发商投机钻营，大发不义之财。另一方

面，一些劳务公司看到上边求成心切，管理体制尚未健全，老百

姓不懂法律又怕打官司，就利用国家为征地和就业安置拨放的

款项投资房地产业，很快暴发起来。这些暴发者多是原来的乡、

村干部和乡、村两级企业主要领导。

金桥乡农民在急剧的开发开放中所经历的社会分化是剧烈

的、快速的、不稳定的。它反映出一个传统社区在适应置入的现

代化变迁中的复杂和困难。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普通百姓不

希望出现的结局。他们感到失去了很多对他们曾经十分宝贵的

东西。更令他们失望的是，社区成员之间原有的互助团结，被外

资、外企、经济暴利给摧毁了。

在风景如画的鱼米之乡苏南江阴县，有个闻名全国的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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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现在它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富。最近的报道显示，华西村的

人组成的招聘团前来北京，趁中央政府机构改领导人率领 革

之际，招纳精简机构之后分流出来的本科学历以上、或具有工程

师以上职称的专业人才。招聘团提供的人才招聘目录包括了从

副总经理到奶牛饲养 多个职位。能风风火火工程师在内的

地从一个村子里飞到首都向中央招聘人才，华西村的富裕和华

西村人的气派可见一斑。

如今，当大城市里的多数居民为是否舍得花钱买辆山地车

或小摩托犹豫不决时，华西村人已经开着自家的小轿车带上老

婆孩子外出旅游度假、探亲访友或办事了，当报纸杂志上关于

“中国人的轿车梦”争论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小汽车已经进入了

这里普通农民的家庭。

尽管改革对内地农村和边远落后地区也带来了好的变化，

但和蔡塘、万丰 西那样都市化的村庄相比，那里的变化似乎

显得微不足道。近年来，在笔者曾作过多次实地研究的内蒙古

翁牛特旗，如农区的桥头镇和牧区的海拉苏镇，家庭承包责任制

的实施使当地百姓的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一日三餐有大米、

小米、馒头、酸菜等等，温饱问题解决了，砖瓦房渐渐多起来。但

大多由于乡镇企业不发达，农民和牧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仍

然没有大的变化，农民以种植业、牧民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活

动和收入来源，四季的活动、家庭生活、孩子的教育乃至日常的

玩笑总离不开这两项传统的经济活动，因而很难在这里看到万

丰村那样高的职业分化和社会分层，那里也很难见到蔡塘村人

穿着的皮尔卡丹和华西人的小轿车，也没有浦东金桥那么急剧

的社会变迁。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少超出方圆百里，有些人去过

县城乌丹，少部分人去过赤峰市，绝大多数人没有见到过呼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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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和北京城的样子。当然，只有当地社区里的精英人物能享受

到大城市里潇洒走一回的殊荣。两年前海拉苏镇组织嘎查达①

们去北京旅游了一次，这些村干部无一例外地由于在公共场所

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被环卫人员罚款。即便是这些见过些世面

的村干部，在艳羡北京城繁华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埋怨北京人

对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的“管制”有些苛刻。笔者在翁牛特

旗居住生活和实地调查的总体感受之一是，当地的农牧民非常

羡慕城里人的生活：有退休金、受教育机会、公园、漂亮的楼房和

良好的卫生条件。城里人享受的这些好处对他们就像美好的神

话一样诱人，不像蔡塘和万丰村的新式“农民”那样和都市生活

已经相当接近，甚至在许多方面比城里人的生活还优越。由于

这神话遥远得难以感触到，居住在县城乌丹镇的居民和乡镇所

在地的城镇居民、乡政府干部变成了他们参照和向往的目标：这

些农牧民渴望居住在镇上，拥有一个干部身份和城镇居民户口；

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不了，即便和他们有亲戚朋友关系或攀扯上

亲戚朋友关系也意味着有面子、有势力。然而，在翁牛特旗这样

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即便是这部分城里人，在衣着打扮、职业选

择、饮食起居、文化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依然相当地守旧。他

们虽然居住在城里的居民楼里，能够看到有线电视节目，家中安

装了程控电话，但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与居住在牧区嘎查、

农区村落里的普通人没有本质的差别。

关于各个地区相差悬殊的发展状况，像上面所列举的例子，

真是举不胜举。如今的村落，分化加剧，异质性增强。北京大学

①牧区的苏木和嘎查分别相当于内地农区的乡（镇）和行政村， 嘎查达”是当

地老百姓对嘎查主要干部（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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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乡镇组织”课题组，提供了可资对比的当

代村落的一些个案 ：浙；马戎等主编，（马戎等主编，

江的五一村、刘园村和内蒙古的桥头村、大西营村，前两者的经

济生活与后者就有很大不同。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桥头镇的

桥头村，所辖六个自然村分成管理体制、收入结构、福利待遇等

方面不同的两部分：耕种镇周围农田的农民和持非农业人口的

亩城镇 多地，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居 产，搞民；那里人均

家庭副业、交通运输、外出做工的仅占很小的比例；村里日常生

活围着农业和机关上班转，平淡无奇，很少变化，缺少五一村、刘

园村那样开放的气氛和工商业繁荣带来的喧嚣，村干部也缺少

像刘园村领导那样丰富的工商业管理经验，因而全村没有一个

像样的企业也就不足为怪了；行政村仅靠房屋出租、菜园承包得

万元到每年 左右的“预算外收入”，由于村集体收入匮乏，而招

待费往往超支，村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从信用社借钱维持；村

民仍然习惯于称自己所属的行政村为“大队”，称桥头镇为“公

社”。桥头镇的大西营村是本地乡镇企业发达的典型，全村有

家瓦厂，其中村集体办的 家，采取自愿结合股份制的 家，

村委会的收入主要是 个村办集体瓦厂上缴的利润和股份制瓦

厂上缴的陶土“资源费”。但翁旗的大多数村，没有大西营村那

样好的资源条件和企业基础，往往以农业、牧业或半农半牧生产

为主要经济活动。

在通往西部的列车上，乘客们有时可以看到在铁路边争抢

易拉罐、啤酒瓶的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儿童。他们是在用这

些辛辛苦苦拣来的易拉罐、啤酒瓶换回新学期的学费。而在另

一些更为贫困的地区，孩子们连这种挣钱的机会都没有，甚至不

知道易拉罐是什么玩意儿。这些儿童是我们将要考察的西北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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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一些主干家庭的孩子。这类家庭可由近十人组成，包括祖

父母、父母、三到四名子女及一些姑舅叔姨。父母是中国两亿文

盲之一。他们的年收入合在一起只有一千多元，而且大多数是

“实物”形式的，即他们耕作的一部分农副产品。他们共同居住

在两三间简陋的草房或窑洞里，两三个人分享一张床，年龄大一

点的孩子和父母亲一样在土地上干活。成人中识字的极少，仅

有两个孩子到学龄时能够上学，但也不能指望受到六年级以上

的教育。家里的饭食单调，一日三餐能吃饱肚子就已经是孩子

们的福气。他们念叨着像“电灯，电话，楼上，楼下”那样对未来

美好生活充满希冀的顺口溜，但自己的日子里却没有自来水、没

有电、没有家用电器，更不用说对健康至关重要的卫生设备。那

里疾病丛生，而合格的医生却在遥远的城市为那些富裕家庭服

务。在为生存进行不断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对较好生活的渴望

不断破灭，除了少数人勇敢地流向他乡闯生活外，多数人仍然在

巫婆神汉的话语里寻找安慰和寄托。

要命的是贫困地区恰恰是教育落后、社区居民文化素质低

。在陕西省贫困农村，尤其是秦巴山的地方 区，由于教育行政

系统的支撑，乡村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村一级都建立了小学，

以上；但教育经费严重不足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师资水平

差与升学型的教育体制并不能直接为乡村社会提供生计帮助。

有些家长认为，读书识几个字，能认得钱币面值不被人骗就行

了。他们常说“：不上学是放牛娃，上了学也是放牛娃，花钱耽误

多个贫困个县中有全国 年中国农村仍有大约县；截止

元；其中，年收入低于多万贫困人 包括相当数量温饱难以维持的绝对贫困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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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蒙古时间不合算。”在贵州，贫困户曾占 的一些贫

困地区的居民，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只能在土炕上挖个泥窝，孩

子们对着“泥碗”吮吸菜汤；南疆 的牧民家庭没有毡房，他们

夏天露宿在核桃树下，冬季蜗居在土洞里，或在烧热的沙土上度

过漫长的寒夜（郭凡生、王伟，

中国居民家庭开支结构中的恩格尔系数 值长期居高不

下（周其仁等， 。可以预料，在贫困的西部地区，这

种状况更甚。对那里的人们来说，满足营养、健康和教育等方面

的基本需求，成为当务之急。

经济落后与观念上的愚昧、封闭似乎是联体婴 。在甘肃

省和政县罗家集乡一户家徒四壁的汉族农民家中，堂屋正中设

有财神神位，两边则贴有供奉“聚宝盆”和“摇钱树”的对联（周

星， 。但这种信仰丝毫没有给当地百姓带来生活上的

富足和精神上的上进。或许是数千年重本抑末、轻商贱役历史

文化传统的沿袭，支持本地人生计的仍然是单一的农业生产和

粮食生产。他们视商品交换中的讨价还价为羞耻之事，视商业

收入为不义之财，不屑或羞于到市场上出售自产的农副产品。

他们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得过且过，许多贫困者的生活态度是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没酒喝凉水”。这正如陕西贫困地区许

多人的理想生活目标一样“：糊汤杂面不断，天天能吃饱饭，不求

年，欧内斯特 恩格尔发表了一篇关于萨克森尼王国生产和消费情况

的研究报告。恩格尔在报告中提出，用于食物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随着收入递

增而减少。这项发现被称为恩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是指食物消费占私人需求的

比重。这一指标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最高，各国的一致程度也最高。因

而，恩格尔系数以其普适性而闻名于世。联合国就以食物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

重，作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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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响一转，惟求瓦房一间”。数十年之久的输血照顾式和撒胡椒

面式的扶贫救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等、靠、要的依

赖思想。不少人常年享受救济粮款而心安理得，甚至因救济粮

款稍有迟缓便破口大骂“。反正共产党不让饿死人”，在一些贫

困地区已经成为少数贫困者懒惰和混日子的依据。用救济粮款

暴食暴饮的例子时有所闻。某些贫困者，即使面临第二天无米

下锅的窘境，仍然闲聊、打扑克、晒太阳。

二、多学科的区域研究及其理论研究和

方法论研究的缺乏

以上图景展示了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改革以来迄今为止

的一些变化，它们仅仅是中国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冰山一

角，在以后的一些章节中，读者还可以看到关于这些个案所在地

区近几十年来区域发展的由当地人或旁观者讲述的故事、对于

这些故事的论说和评价以及作者对这些故事评说的批评和反

思。这个图景色彩之斑斓、差异之巨大远非些须个案研究所能

描绘。无疑，改革以前中国农村的图景更多地显示出一致性、同

质性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 用

蜂窝状经济描绘了文革时的中国经济格局：由于文革以来强调

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强化了相当部分的中国经济发展成“蜂窝

状”类型的趋势；那些大部分可自给自足的细胞，或者是地方行

政区域或者是企业（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经济

学博士 在中国经济体制中所实行的特定的政策、结构和

运行中找到了形成这种分割化经济的更切合实际的根源“：蜂窝

济”状 是 年以来计划体制运行的结构特征（

。这种分割化的趋势展示的另一层含义是：各个区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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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相似，非关税壁垒高高筑起。这些学者预测，从长期来看，

只有通过技术现代化和上海那样的大工业中心对内地经济的不

断扩散，才能打破经济的“蜂窝状”性质。改革前后两种图景的

比较给我们留下的深刻认识，就是这种蜂窝状经济格局被打破

了，各个区域和单位的实力水平和发展趋势呈现出越来越大的

差异，其内部的经济结构和功能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同时，这种

图景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难解的疑问，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二十年前同质性很强的中国各地农村，在大致相同的大政方针

下，何以出现如此迥异的发展状况和结果？未来图景的变化趋

势如何？

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导致了区域科学、区域发展研究在

中国的兴盛。在回顾中国区域发展研究所走过的道路时，北京

大学城环系的杨开忠（ 教授认为：

声称区域是其核心的地理学，长期致力于区域发展研究，曾经硕

果累累。但是，面对新的环境和挑战，地理学者们不能不抛掉自豪和

欣慰，调整视角，以求再创辉煌。长期舍弃地理空间，致力于没有空

间的“点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也深深感到传统研究方

向与研究方法的苍白和不着边际，不能不考虑“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的特殊国情在经济运行中的意义，破天荒地给予区域发展在其“帝国

主义”的知识体系中以应有的位置。著名经济学家孙尚清高瞻远瞩，

从开始就把区域发展作为其创立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张培刚

则在长期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在 年代得出结论，传统发展

经济学所以在大国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对区域

的忽视，因此，区域发展被作为他倡导的新型发展经济学的三大特色

之一。一度偏重人际关系和群体组织研究的社会学，近年来，则吸收

地理学的区域方法，强调区域调查和分析，丰富和发展传统的社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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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方法，在社区研究的坚实基础上，对区域发展研究的大厦贡献着

自己的构想和成果。

上述中肯的评论忽略了笔者已经提及的人类学者的田野工

作，以及在后来的章节中将要讨论到的一些政治学者（

）对

区域发展研究的贡献：人类学者通过扎实的长期的田野工作为

区域发展提供了细致入微的第一手资料；政治学者从中央与地

方政府的权力互动（集权还是分权、依附还是自主）、政治斗争和

革命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视角，对区域发展模式的形

成和演变提出独到的分析。

但在中国区域发展研究中，这些学科往往独立作战，各自为

政，很少联合与合作。对此，杨开忠教授有这样的评论：

“无论是区域思想悠久、成果辉煌的地理学，还是后起之秀的经

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在实践中都同样发现，区域问题综合复杂，是

任何单一学科难以胜任的，需要结合各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建设

一门新的综合 杨开忠，科学 区域科学

按照美国区域科学创始人伊萨德（ ）的说法，

区域科学是一门研究区域问题的新型交叉学科，是经济学、地

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伊萨德，

从中国现有情况看，各学科区域发展研究中依然各

行其是，距离建立伊萨德倡导的区域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学术研究往往落在实践的后面，当我们在书桌和电脑台旁

或现今日益流行起来的读书会、研讨会上为某个学术问题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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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想或争论不休时，现实世界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早

年代初，我国就开始兴办特区，吸在 引外国资金、技术，发展

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全国先后开辟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

年，中国改海南五大经济特区。 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同志提出，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

特区 。由此，沿海开放城市和经的某些政策（”邓小平，

个国济技术开发区在神州大地上兴起。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先后在全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国各地兴办起来。

作出决策，要实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其中心思想是，包括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金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和辽东半

岛在内的沿海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

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党

的十四大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们周围不断涌现的景象是：

黑龙江省的边境小镇能够尝到时鲜的广柑，北京、沈阳和哈尔滨

的市民当天可以从早市或晚市上买到通过“绿色通道”运来的山

东蔬菜；新疆的烤羊肉串、兰州拉面、陕西羊肉泡馍、四川的鸳鸯

火锅、山西的刀削面、富 扬菜系等等，尽管有地方风味的鲁粤

不见得是原汁原味甚至有可能是假冒伪劣，但在中国随便一个

大中城市的闹市区都可以找到它们的门面和摊点，而麦当劳、比

萨饼、吉野家等来自国外的快餐店也在中国主要大城市抢摊布

点。千千万万农民从各个方向，通过各种渠道，以多样化的方式

进入大城市大小工厂、公司打工或做生意，其中一个主要的流向

就是从西部、北部的边远地区、内陆进入沿海的大中城市；东南

沿海处在开发开放中的经济特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大规模外

资投入的同时，还可以得到边缘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因为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规范化，发达地区的投入产出比率高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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